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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基于善治目标构建乡村“建设—治理—运营”协同的主体逻辑与关联模式分析

框架，揭示善治分异下主体嵌入机理与阶段协同特征。发现：乡村善治的核心在于“阶

段需求与主体嵌入方式的适配”，即建设阶段依托制度嵌入整合建设主体，治理阶段凭

借情感嵌入聚合治理主体，运营阶段通过契约嵌入融合运营主体；村民主体性是“建

设—治理—运营”协同的枢纽，制度性、情感性和契约性嵌入有机耦合、联动循环才能

形成善治格局；规划团队在主体嵌入与阶段协同中发挥着“结构洞填补”的作用，专业

知识转译、利益矛盾协调、信息与资源阻滞疏通可联结多元主体，推动阶段协同和共擎

乡村善治。研究可为乡村“建设—治理—运营”协同的乡村善治实现提供借鉴。

Abstracts: This study outlin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ationales and rela‐

tional patterns of rural "development-governance-operation" integration toward good

governance. The framework aims to reveal the mechanisms of subject embedd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ased collaboration under diverse good governance con‐

tex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re of rural good governance lies in the "adapta‐

tion between phased needs and the approach to embedding subjects". Specifically, in

the development phase,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is used to integrate parties involved

in development; in the governance phase, emotional embedding is employed to aggre‐

gate stakeholders; and in the operational phase, contractual embedding is adopted to

integrate players in operational activities. Villagers' subjectivity serves as the hub of

"development-governance-operation" integration. Only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concerted efforts of institutional, emotional, and contractual embedding can a sus‐

tainable good governance pattern emerge. Planning teams act as "structural hole fill‐

ers" in in the embedding and collaborative processes. Through translating profes‐

sional knowledge, mediating interest conflicts, and removing information and re‐

source bottlenecks, they help connect multiple subjects, facilitate phased collabora‐

tion, and collectively advance rural good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refer‐

ence for achieving rural good governance through "development-governance-

oper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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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目标下乡村“建设—治理—运营”协同的主体逻辑与关联模式——基于陕西省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 张 凯 段德罡 王 瑾

善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向乡村

纵深推进的价值目标，是规范乡村

“建设—治理—运营”行动主体的价值锚

点，具有一体化推进乡村物质建设、社

会治理与产业转型的价值效用[1-2]。实践

层面，乡村建设、治理和运营作为多元

主体合作参与、互动博弈的公共治理场

域，能够有效连接政府、村民、社会组

织等主体，挖掘其治理效能对探索乡村

善治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价值[3]。然而，

当前实现乡村善治仍存在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涉农项目与部门化事权高度绑

定，导致线性且封闭的管理流程和权利

运行，割裂乡村“建设—治理—运营”

主体的内在联系，难以实现不同阶段各

类项目边际治理效益的耦合递增；另一

方面，“项目下乡”过程中多元主体入场

方式、在场行动虚置和边缘化村民，不

仅降低主体间协作黏性与发展附着性，

更加剧乡村“建设—治理—运营”协同

难度，引致乡村共同体秩序紊乱，阻滞

实现乡村善治目标。

善治被视为衡量乡村发展效益和社

会治理水平的核心标尺，其倡导的参与、

包容、公开等原则已成为乡村各类实践

的基本遵循[4]。在各类下乡项目持续为乡

村注入外源动力[5]的背景下，两个关键问

题亟待厘清：一是多元主体如何经由乡

村建设、治理和运营项目有效嵌入乡村

场域；二是如何借助主体的桥接作用形

成不同行动阶段的协同循环以实现善治

目标。基于此，研究聚焦乡村建设、治

理和运营实践中多元主体介入村庄场域

的互动关系，通过“主体—阶段—目标”

为主线的分析框架，剖析三个典型乡建

案例，系统解构“建设—治理—运营”

协同过程中外部主体的嵌入方式和行动

机理，揭示阶段循环模式分异下的乡村

善治样态，提炼“主体嵌入、阶段协同”

的实践路径。

1 乡村善治内涵辨析

1.1 乡村善治的传统流变

善治的价值内核根植于我国传统社

会的组织模式与乡土文化基因，“为政者

思与行的善治”主张以儒家仁政思想为

核心，通过宗族礼法、世俗规约等内生

性制度维系乡村秩序，形成“皇权不下

县，乡绅治地方”的治理格局[6]，并以血

缘、地缘为纽带，依托乡贤权威、礼俗

规范和宗族自治构建了兼具伦理韧性与

文化认同的乡村善治原型[7]。近代以来，

相对封闭、内聚的社会治理体系被打破，

乡村内生制度逐渐式微、外在制度效能

趋于增强[8]。“善政”导向的治理规约消

隐于乡村社会关系和制度规则的“陌生

化”——一种乡土价值的剥离和边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层行政制度、

自治体系持续完善，乡村逐步形成德治、

自治和法治融合的治理结构。与此同时，

乡民习惯、传统礼俗、文化观念等内生

制度仍发挥辅助性作用，形成“正式制

度—非正式制度”双轨联动的治理格

局[9]，善治的内涵开始向“制度整合”转

型，但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建构。

2005年“和谐乡村”建设目标提出后，

善治研究聚焦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治理结

构改造，围绕“乡政村治”模式优化、

基层政权建设等议题形成研究热潮。

2015年后，善治研究向文化自治领域拓

展，强调通过乡规民约、公民教育等路

径实现文化赋能与民主治理。由此，善

治内涵从分散治理模式转向“协同善

治”，强调将内生权威与理性制度要素有

机融合，推动乡村治理形成多元协同、

内生驱动的善治新范式。

1.2 乡村善治的现代实践

善治作为全球性概念被广泛运用于

公共管理和公共事务当中[10]，暗合了中

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理想愿景[11]，也

成为现代乡村公共管理和治理的核心原

则[12]。现代善治（good governance）概念

原生于经济和政治学，由1990年代世界

银行在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方案中提

出[13]，既运用于公共行动的管理，又适

用于经济发展的管制[14]。善治概念和实

践在公共部门民主化、去中心化和权利

下放的政治实践中形成差异[15]，随着参

与、包容等善治原则被普遍接受，逐步

融入乡村建设、治理和运营的目标范畴，

并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和行为调适下，

经由行政体系传导、渗透至乡村[16]，建

立起适应在地特征的行动规则和善治框

架[17]。关系上，乡村善治以政府和村民

之间的互动为特征，是“战略关系”下

公共表达和权利分配的过程，嵌合了村

民、政府、企业等主体的权利分配和资

源管理。功能上，善治将决策过程中广

泛涉及的利益团体、社会和非政府组织

进行统一调度，并将这一行为扩展到公

共行政之外[18]。在变动不居的乡村发展

环境中，实现善治目标需要适应乡村政

治、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的差异性，因

地制宜地介入，统合村民的意愿、智慧

与愿景，形成可持续运维的发展结构。

2 主体逻辑：善治目标下乡村

“建设—治理—运营”协同分析

框架

2.1 乡村善治的主体结构

善治是面向多元主体，以集体行动

为特征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活

动[19]，其与乡村“建设—治理—运营”

主体，包括政府、企业、村民等基于特

定性互惠目标，通过分工合作方式推动

项目实践，形成竞合协作关系、寻获发

展效益具有内在一致性。乡村“建设—

治理—运营”外部主体往往寻求与内部

主体的关系调谐，并促进后者的观念、

态度与行为转变[20]，形成了乡村善治的

结构性背景[21]，本质是治理权力向乡村

社会回归下的多元主体对公共活动的合

作管理。斯托克认为共同治理可能导致

推卸责任，杰索普则认为参与治理的各

类主体需要更有效的协调[22]。多元主体

介入有利于统筹、运作政府、市场等外

部资源，动员村民整合村庄内部资源，

形成发展共同体[23]。在社会科学领域，

上述视角被理解为多元主体经由不同行

动介入，在场且持续作用于乡村良性发

展，进而实现共同治理目标。乡村建设

和运营，同时也是细化治理的微观实

践[24]，这揭示了经由建设、治理和运营

项目介入乡村场域的行动主体，通过社

会实践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主体—阶

段—目标”之间的互构，有助于解释迈

向善治的“建设—治理—运营”行动链

上多元主体如何介入乡村，并通过打破

单一向度的管理过程和权力运行，实现

了行动衔接补益下的善治。

2.2 “建设—治理—运营”协同分析

框架

嵌入性理论常被用来解析事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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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联系[25-27]，是探究主体间动态耦

合关系的有效理论工具[28]。乡村“建

设—治理—运营”协同是一个涉及多元

行动主体的动态过程，从嵌入性角度能

够推演不同阶段主体与行动的耦合关系，

有助于解析“项目下乡”过程中传统封

闭、内聚的乡村场域如何生成价值共识

基础下的协同合作及其在地化实践推动

实现善治目标[29]（图 1）。主体嵌入，依

循不同阶段“项目下乡”过程中政府主

体的制度逻辑、市场主体的经济逻辑和

社会主体的公共逻辑，耦合参与、包容

等善治原则，提出三种主导性嵌入方式：

建设阶段的制度性嵌入，政府为主导的

政策、规划框架构成外部主体嵌入的制

度方案，奠定建设阶段的秩序基础；治

理阶段的情感性嵌入，外部主体尊重村

民主体性，以包容性治理建立信任与共

识；运营阶段的契约性嵌入，市场主体

通过联盟、组织等与村民达成约定、协

议、合同，建立并形成主体间行动规范

和利益分配方式。上述三种嵌入方式相

互衔接，可解析乡村“建设—治理—运

营”不同阶段主体介入乡村场域的行动

机理，不同阶段主体的身份迁移、依赖

锁定的差异特征。循环模式，政府、企

业、村民以及社会团体等在乡村场域通

过自身能动性形成不同的互动协作关系，

形塑建设、治理和运营的循环逻辑。建

设阶段打破封闭格局、治理阶段生成协

作网络、运营阶段构建利益链条，三者

通过“转译”行动者在行动“交界面”

的协调衔接，突破边界、弥合区隔，形

成“建设奠基—治理赋能—运营反哺”

的良性循环。正因如此，多主体嵌入协

作促使乡村“建设—治理—运营”贴合

参与、公开、包容等善治要义，三者之

间相互关联、互馈补益的协同效应促发

乡村善治。善治目标，主体嵌入与阶段

协同的连续性贯通主体间的自愿合作与

社会认同，最终转化为乡村“建设—治

理—运营”的治理效能，推动达成乡村

善治目标。基于多元主体介入后阶段衔

接的结构性张力，乡村善治呈现三种典

型样态：善治断续型，主体协作缺乏持

续性，阶段协同断裂，难以形成长效治

理机制；善治异化型，主体权能分配失

衡，阶段协同偏轨导致偏离善治初衷；

善治持存型，多主体协作补益实现利益

平衡与权能互补，阶段协同驱动形成可

持续善治局面。

3 案例分析：善治分异下的主体

逻辑与关联模式

3.1 太相寺村：善治断续型

太相寺村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

关庄镇，于2019年入选“第五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在经历整村推进扶贫开

发、美丽乡村建设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共同缔造”试点等项目支持后，村庄人

居环境和社会治理均获得长足发展。“共

同缔造”时期，太相寺村的“建设—治

理—运营”经历治理破局下的村民主体

性回归、内外主体互信之下的人居建设、

陪伴式乡建设下的村民成长和村民主体

激活下的运营缺乏4个阶段。

3.1.1 “制度—情感”嵌入，契约嵌入

缺失下的善治断续

太相寺村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

同缔造”项目支持下，通过制度性框架

引入规划团队，并赋予其开展乡村建设、

治理和运营权能，后者以情感性嵌入的

方式介入乡村发展，但由于市场主体的

利益考量未能与村庄达成契约性合作

（图2）。具体而言，规划团队作为制度赋

权下的关键行动者，其“帮扶者”的身

份标签能够凝聚内外共识，具有链接外

部市场、社会主体和乡贤、村民等内部

主体的征召特质。规划团队介入乡村伊

始便秉承村民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开展工

作，以情感嵌入的方式助推治理、建设

和运营。在乡建入场遭遇社会信任危机

时，规划团队即通过“以情动人”的陪

伴式工作法转变村民对待外来主体的态

度，使得村民主体性激活成为后续建设

和运营的基础。情感嵌入表现在：一方

面，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需，以长期

陪伴的问题解决方式调动村民参与“共

同缔造”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争取村民

支持和参与，建立共同合作的基础；另

一方面，引导建立自治组织，通过“线

上线下”帮扶形式创新提升内外主体的

协作关系。除此之外，帮扶团队转变身

份为治理和运营交界面的行动者，主动

链接政府和市场资源，再次以情感嵌入

的方式调动村民的能动性，以产业运营

陪跑拓展村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然

而，囿于村庄区位闭塞、资源匮乏，产

业运营计划难以超越村民观念落后、政

府制度环境滞后和市场利益倾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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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善治目标下乡村“建设—治理—运营”协同的主体逻辑与模式分析框架
Fig.1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the rationales and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governance-operation synergy to⁃

ward good governance

66



善治目标下乡村“建设—治理—运营”协同的主体逻辑与关联模式——基于陕西省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 张 凯 段德罡 王 瑾

外部环境多重限制下，乡村运营的契约

性嵌入难以建立，运营路径缺失。

3.1.2 “治理破局—建设接续—运营缺

乏”下的循环断裂

从阶段协同关系审视，太相寺村以

干群和民生问题为突破口打开乡村治理

场域，利用微信“线上沟通、线下走

访”，“线上+线下”双线推动的工作方式

解决干群活动账目不公开、土地流转不

合规等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村民参与村

庄治理的程度加深，“共同缔造”下的自

建家园推动乡村自治组织建立，并制定

《太相寺村人居环境整治条约》、组建成

立老人理事会，乡村治理格局得以优化，

村民参与的善治格局初步显现。治理为

先导激活村民的主体性，奠定了乡村建

设的社会基础，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改善

村庄空间环境，并逐步形成以村民为核

心的局面。在“定点帮扶+驻村实践”过

程中凝聚起村民共建家园的信念，夯实

了村庄建设社会基础。村民由漠不关心

到积极参与，政府也从关注缺位到高度

认可。在此基础上，帮扶团队引导村庄

举办上元节村庄运营讨论会，共谋村庄

发展。针对村民产业发展诉求，采用

“线上+线下”分阶段帮扶，培育村民互

联网技术能力。以自媒体运营陪跑的方

式，进行产业运营助力，持续拓展村民

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图 3）。差异化的

教育培训显著提高了村民的思想观念和

技能水平，培育了村庄内生动力，逐渐

强化了村民的主体意识。但村庄地理区

位、资源禀赋等结构性要素对政府和市

场主体的行动能力与策略选择有所限制，

关键行动者的嵌入缺失导致产业运营未

能实现，建设、治理和运营协同补益的

循环断裂，引致治理先导、建设接续形

成的善治格局缺乏内生动力，帮扶团队

离场使得治理和建设协同驱动的善治局

面未能延续。

3.2 王上村：善治异化型

王上村受西安大都市和杨凌农业科

技示范区农科技术的双重影响，是都市

近郊农科型村庄的典型代表。在乡建介

入前，王上村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

农科技术帮扶实现了规模化的猕猴桃种

植，种植面积达 57.3 hm2，设施农业面

积 9.3 hm2。村庄农户已掌握一定的职业

技能，大部分具有茶艺、特色厨艺以及

农家经营类的基本技能。王上村在“区

校共建”美丽乡村合作协议下历经“合

作共建—联动治理”“建设联结运营—治

理培育动力”“国企主导—运营分异”等

3个阶段。

3.2.1 “制度—情感”嵌入，契约嵌入

脱节下的善治异化

在王上村，杨陵区政府与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签订区校共建美丽乡村友好合

作协议，规划团队经由合作框架获得制

度支持的下乡通道。同时，政府适度放

权及实质性的乡村建设资金投入，为规

划团队开展长期“驻村陪伴”的乡村建

设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实践中，制

度性嵌入进一步强化规划团队与市场、

社会主体关系网络，例如借由乡村振兴

学堂引入政府、学术机构、企业等主体，

村民亦通过系列治理活动、培训课程改

变和提升思想观念意识，激活参与乡村

发展的积极性并嵌入乡村发展。建设和

治理协同为运营建立了良好的空间和治

理基础，规划团队作为治理和运营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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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善治断续型乡村“建设—治理—运营”主体嵌入关系与阶段协同模
式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embedded relationships and stag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ment,
governance, and operation" for villages with intermittent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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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善治异化型乡村“建设—治理—运营”主体嵌入关系与阶段
协同模式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embedded relationships and staged integration of de⁃
velopment, governance, and operation for villages with alienated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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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行动者，围绕村庄产业发展和村民

成长，以情感嵌入的方式动员村民，举

办村庄产业发展大会、开展庭院经济调

查并提出产业经营方案。尊重村民的产

业发展意愿，谋划为村产业计划及奖补

措施，获得了村民的普遍支持，呈现村

民主导产业的发展场景。然而以村民为

主体、围绕会培经济的庭院经济发展模

式存在契约性风险，如“以奖代补”的

发展方式需要政府、村民和市场的通力

合作，其过程繁琐细致，且奖补规则存

在“挑战公平”的风险。在此背景下，

政府直接引入国企推行民宿项目，虚置

村民、逐利轻村的产业运营既缺少与村

民情感联结的纽带，又未与村主任形成

契约性合作关系。最终，绕开村民的发

展模式失去在地经营的社会支持，演化

为“在村产业”（图3）。
3.2.2 “建设先导—治理协同—运营偏

离”下的循环畸变

政府主导且村民深度参与的村庄建

设打开了乡村的治理场域，展开的系列

治理活动提升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

和发展的主动性。以驻村规划为平台，

村民参与物质空间建设、“崔西契约”

“诚信手模”等活动项目，促进乡村资源

整合、共同决策和自主运营，推动村庄

由物质空间建设到村民现代化观念塑造。

建设激活的村民主体逐步嵌入乡村治理

体系，合作之下的互动方式使得规划团

队、政府、村民等多主体协作的建设共

同体逐步向乡村治理迁移，建设和治理

协同塑造了村民认同和为村运营的认知

基础。有计划的培育行动激发了村民的

产业思考，使其主动参与“农村电商发

展”“改造农家小院”等多种“杨陵乡村

振兴学堂村民培训”活动，促发了村庄

产业大讨论。规划团队以村民发展意愿

为基础，研判市场机遇，提出“最美庭

院”改造、与乡村振兴学堂“会培经济”

联动，吸纳更多村民参与村庄产业发展，

以及“以奖代补”的产业经营的成本分

担机制。但遵循村民主体意愿的整村运

营策划与政府、企业等主体的即时效益

诉求存在偏差，导致村民为核心的运营

转向国企主导、村民虚置下的民宿项目

植入。市场项目的逐利弊端、政策公平

性的考量和项目制快节奏推进方式，使

得以村民为核心的产业运营策划被搁置，

国企单一化的经营模式造成村民终成看

客。最终，由于运营偏离建设和治理凝

聚起的发展共识，自下而上的认同、意

愿消解于村民主体地位的虚置，迫使运

营偏离而未能接续建设和治理形成的善

治局面（图4）。

3.3 抱龙村：善治持存型

抱龙村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秦岭北麓

环山路以南，是距离西安最近的秦岭峪

口村，拥有优越的地理区位、特色的生

态景观资源及相对现代化的村民，是都

市边缘两栖型村庄的代表。从乡村“建

设—治理—运营”的行动过程审视，抱

龙村发展历经合作共建下的乡建、机制

完善下的治理和资源激活下的运营三个

阶段。

3.3.1 “制度—情感—契约”嵌入有机

耦合下的善治持存

2019年，抱龙村被选为长安区“花

园乡村”创建村之一，获得政策支持和

资金补贴，其实践呈现了主体嵌入方式

的逻辑理路及相互关系（图 5）。其一，

制度嵌入方面。规划团队依据政府放权

下的合作框架，规划伊始即联动治理主

体，利用村小组建设竞赛的形式发动村

民深度参与空间建设，通过提供技术指

导弥合村民主体性消解和共同体意识淡

化的问题。规划建设助力该村在长安区

“花园建设”项目中脱颖而出，引发市场

关注，带动外部资本介入村庄产业发展，

奠定了后续乡村治理、运营的制度环境

和社会基础。其二，情感嵌入方面。建

设阶段，规划团队以在场设计、方案灵

活调整、投劳下场方式介入，并采信村

民“龙墙”灵感，同村民设计墙体样式，

形成了行动的价值基础。运营阶段，引

入外部主体开展产业运营培训，激活村

民发展的能动性，并与建设联动，深度

参与重塑村民对村庄发展的信心。规划

团队作为建设、治理和运营的协调主体，

围绕村民的能力提升和发展权益保障，

提供持续服务。其三，契约嵌入方面。

为促进村庄产业发展和治理工作进展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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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王上村乡村运营模式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rural operational models in Wangshang village

（a）村民为核心 （b）村民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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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政府自上而下建立了治理组织“抱

龙村议事会”，以推进村庄管理事务、服

务村民产业发展需求。村民为提升自身

竞争力，自下而上成立了“抱龙同心商

业联盟”，为村民开展民宿等相关产业发

展出谋划策。随着外来经营企业的主动

担当、主动助力村庄自主经营的系列工

作推进，“抱龙同心商业联盟”将“抱龙

村议事会”成员也逐步邀请进微信群，

形成“上下结合”的抱龙治理平台，构

建起更紧密的政商关系。

3.3.2 “建设促发—治理补益—运营接

续”下的循环共振

乡村建设、治理和运营主体展开联

结多方的行动推动着外部要素的持续注

入，角色定位明晰、责任厘定确保了合

作、冲突和博弈的稳定空间，形成了彼

此互嵌的共同体。抱龙村村庄建设伊始

即注重村民的深度参与，形成规划团队、

施工方、村民、地方政府多方合作共建

机制，如鼓励村民投工投劳，在建设期

间不同程度地参与村庄“龙墙”建设。

抱龙商业联盟的建立形成集体行动的制

度化空间，成为个体行动者联合应对外

部不确定性以及地方系统权力失衡和不

公正的赋权工具。优惠券等治理实践推

动村庄多元产业发展的互相带动与融合

发展，为村庄吸引了客群，更增强了村

民的自信心与归属感，实现了治理与运

营的深入嵌合。官方建立的抱龙村议事

会与自发组建的商业联盟之间沟通协作，

体现了村民由经营压力下的被动防御心

态向主动开放转变；具备共同体认知的

村民、自治性的共治组织嵌合在村庄已

有的管理体系中，各类主体在他治组织

和自治组织之间流动，实现内外主体共

治。规划团队转型为“转译者”，通过活

动、培训的方式提高村民的共同体观念、

资源调动和经营能力，实现知识的横向

传递和权利让渡。抱龙村案例同时显示

了村民深度参与建设、治理和运营是村

庄迈向善治的关键。政府适度在场、企

业为村赋能、村民顺时取势、团队“扶

智辅治”，多主体相互协作加持资源型村

庄内生动力培育、运营能力和治理体系

完善，最终驱动善治图景。

3.4 主体逻辑与关联模式比较

3.4.1 “主体嵌入—阶段协同”比较

乡村“建设—治理—运营”接续发

展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元行

动者的嵌入方式与权责日益嵌套，共同

塑造乡村的共同体秩序。建设阶段，制

度性嵌入主导空间转型。政府通过制度

框架建构乡村建设的目标设定、资源配

置和实施流程，通过制度支持桥接乡村、

社会与市场主体，导控建设行为、协调

利益关系，并将建设实践延伸为治理的

微观实践，推动乡村建设从政府单一主

导向多元合作共建转变，实现了乡村发

展转型。治理阶段，情感性嵌入驱动社

会关系重构。通过陪伴调适、情感动员、

文化赋能等柔性治理方式，以参与性、

包容性的工作法调动村民和相关利益者，

持续改善内外部主体关系。通过培育新

的社会参与网络和文化认同，带动乡村

从传统治理向现代化治理转型，增强乡

村社会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动力。运营阶

段，契约性嵌入引领经济关系重塑。以

产权让渡为核心建立契约关系，遵循合

作、共享和分配为民等原则，厘定外部

主体与内部主体权责利关系，以契约性

嵌入推动乡村经营内容、模式从小农化

向市场化、企业化转型。

3.4.2 乡村善治的关联模式比较

多元主体嵌入与阶段协同差异引致

三种善治类型（表 1）：①善治断续型，

建设与治理阶段形成政府主导、村民参

与的协作网络，制度性与情感性嵌入下

有效改善乡村物质空间与社会秩序，但

运营阶段缺乏企业等主体的契约性嵌入。

村庄建设和治理能够协同推进乡村物质

空间和社会治理有效改观，内外部主体

在协作中面临较少的博弈。运营环节因

未建立权责利契约关系，导致“建设—

治理—运营”循环断裂。②善治异化型，

建设与治理阶段通过制度与情感嵌入形

成表面协同，但运营阶段企业主体将村

庄视为单纯产业空间，忽视村民核心地

位，未建立以村民为中心的利益分配契

约。产业运营脱离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既未适配在地产业生态，也未回应村民

利益关切。虚置村民主体的运营模式，

因缺乏建设与治理阶段的支撑，最终在

市场逐利中丧失可持续性。③善治持存

型，多元主体通过“在场转型”实现角

色动态转换，形成贯通三阶段的行动主

体网络——建设主体可转化为治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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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善治持存型乡村“建设—治理—运营”主体嵌入关系与阶段协同模式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embedded relationships and stag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ment governance,

and operation for villages with sustained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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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治理主体能兼任运营推动者。也因

此，围绕村民的建设、治理和运营能够

紧密附着在空间、社会和产业体系当中，

三阶段协同生成“空间—社会—产业”

三位一体的新共同体，实现善治局面的

长效持存。

比较而言，太相寺村与王上村均以

“政府导入社会主体+村民参与”为特征，

通过制度性嵌入与情感性嵌入推动物质

和社会空间改善，而市场主体介入的差

异性构成关键变量。太相寺村的市场主

体以利益属性为考量，未形成契约性嵌

入下的运营主体，导致善治格局面临

“建设—治理”与运营环节的衔接断裂；

王上村引入的市场主体侧重短期项目开

发，未能建立以村民为核心的利益分配

机制，其善治局面存在向“异化型”演

变的潜在风险；抱龙村通过“外部主体

嵌入+契约联结”的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

路径。可见，企业投资、社会培训和指

导需以契约性嵌入 （如创建合作组织、

组建运营联盟）激活村民主体性，使其

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

者”。村民在项目运营中能够形成对市场

规律的认知，当面临外部冲击时能通过

内部协作与规则调整（如集体协商、业

态转型）维持善治格局的稳定性，以韧

性维系“善治持存”。

4 善治图景：乡村“建设—治

理—运营”协同的实践路径

4.1 建设维度：以共同缔造创新多主体

合作模式，构建协同的制度基石

村民从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参与者的

再组织化过程，是生成内部稳定协作机

制的关键。这不仅关乎乡村建设的物质

成果，更可通过持续的社会化互动提升

村民主体意识，为长效治理和运营奠定

社会基础。以村民需求为核心的建设实

践，需聚焦多元主体的利益调谐，建构

共同缔造的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的制度

框架。太相寺村得益于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共同缔造的制度框架，引入帮扶团队

作为“转译者”，通过协调解决公私主体

间矛盾和乡村社会问题重塑社会信任。

治理先导的实践主体通过行动感召吸纳

村民，推动乡村建设由技术下乡的共同

缔造转向自主建设。王上村乡村建设在

政府与规划团队的合作框架下，建立起

村民、工匠等多主体协作模式，村民参

与的建设实践构筑起具有乡土性的公共

空间，“工匠精神”熔铸地方智慧于公共

空间建设，演化为乡村会培经济的物理

载体，也成为激活村民主体意识的空间

媒介。抱龙村在政府“精准投入+适度放

权”政策框架下，以规划团队、村民与

施工方依据现场实际需求动态调整建设

方案，推动空间品质提升，共建过程凝

聚村民对新空间的文化认同，为运营阶

段的业态植入提供柔性的价值载体。

4.2 治理维度：以在地陪伴推动村民观

念现代化，厚植协同的情感纽带

乡村治理是“文火慢炖”的持续性

过程，需通过建设、治理、运营的循环

互馈实现长效赋能，非外生制度的机械

植入，而是以“精细化治理”思维织补

空间、经济、社会的断裂链条，通过持

续的在地陪伴与能力建设，推动村民观

念现代化转型，同步构建乡村教育、文

化认同与社会信任的协同基础。太相寺

村从化解干群矛盾、改善民生问题等社

会工作切入，以建设项目为契机，激活

村民治理主体性。规划团队通过持续协

调，将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关系弥合相

统一，形成“社会问题解决—空间品质

提升—治理活力激发”的良性循环，推

动村庄发展从“行政主导”向“村民自

主”转型。王上村以“乡村振兴学堂”

为载体，开展内外联动的技能培训、产

业讲座与观念引导，通过“一户一策”

的精准教育提升村民产业谋划能力，不

仅促成农科型人才回流，更通过“教

育—观念—产业”的传导机制，实现村

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共谋”的角

色转变，为后续产业运营奠定认知基础。

抱龙村建设初期即引入村民全过程参与，

通过规划团队“教育者+陪伴者+协调者”

的多重身份介入，打通建设、治理、运

营的阶段壁垒。规划团队协助村民建立

自治规范与文化认同，在政府、国企、

村集体间搭建商业联盟，以持续性在地

服务培育村庄内生力量，形成“参与—

认同—协作”的治理共同体。

4.3 运营维度：以运营前置助力乡村的

资源盘活，健全协同的规则框架

乡村运营需立足资源禀赋与比较优

势，因地制宜发展适配村民能力的特色

产业，通过资源整合实现效益最大化，

需警惕“一刀切”式经济模式复制，明

确并非所有村庄均具备规模化运营条件，

应以明晰的运营机制、平衡多方利益的

契约化规则为可持续运营提供规则支撑。

太相寺村囿于其闭塞的区位和较低的比

较优势，即使开展陪伴式的村民技能提

升培训、产业共谋、技术帮扶等强干预

措施，仍难以助其进入市场，加之政府

关注和制度支持不足等多重原因致使运

营失败。王上村依托空间建设的引流效

应发展会培经济与庭院经济，构建了以

村民为核心的产业共识，但政府引入国

企参与运营存在“行政过度主导”问题，

运营未平衡政府引导与村民主体地位，

造成外部主体对乡村运营生态的强势扰

动。抱龙村则以高品质空间建设吸引政

府与国企投资，通过“校地村企社”协

同机制激活农宅资产市场化通道，注重

表1 不同乡村善治类型及其主体嵌入特征
Tab.1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good governance and local embeddedness

善治类型

善治
断续型

善治
异化型

善治
持存型

协同关系图式

建设—治理协同
运营缺失

建设—治理协同
运营异化

建设—治理协同
运营接续

主体嵌入表征

契约性嵌入缺失，
情感、制度嵌入消退

契约关系失衡，
村民主体虚置

情感、制度嵌入与
契约性嵌入协同

善治样态

短期改善
长期衰退

表面协同
实质衰落

持续优化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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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能力培育与运营体系建设，其可持

续运营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资源整合的

合作框架，能通过“规划—建设—运营”

协同在提升村庄吸引力的同时，兼顾村

民参与和利益共享。

5 结论

依循实践的具身性和研究的反身性，

深度解析三个陪伴式乡建案例“建设—

治理—运营”协同的主体嵌入机理、阶

段协同模式与乡村善治的演化逻辑，发

现面向乡村善治的“建设—治理—运营”

需以阶段互馈补益的系统循环思维整体

推进。具体包括：第一，乡村善治的核

心在于“阶段需求与主体嵌入方式的适

配”。建设阶段以制度嵌入筑造空间基

础，治理阶段以情感嵌入凝聚发展共识，

运营阶段以契约嵌入协调利益关系，三

者环环相扣，方能实现乡村共同体秩序

的可持续重构。第二，村民主体性是

“建设—治理—运营”协同循环的核心。

唯有以村民主体为核心，通过制度性、

情感性与契约性嵌入的有机衔接，构建

“建设—治理—运营”的循环机制，才能

形成应对复杂环境的善治格局。第三，

规划团队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主体

嵌入阶段协同中具有“结构洞填补”作

用。规划团队作为连接政府、企业与村

民的中介主体，能够通过专业知识转译、

利益矛盾协调，填补主体间信息与资源

断层，推动建设、治理与运营的治理效

力耦合，驱动善治局面形成。总体而言，

乡村善治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在“建设—

治理—运营”系统中以协同思维统筹阶

段实践，以村民主体性激活导控主体行

动，以结构化协同框架整合资源要素，

通过制度、情感、契约等嵌入方式的有

机融合，形成兼具秩序与活力的共同体

格局，推动乡村善治从“短期改善”向

“长效持存”质变。研究提出的“协同循

环”模式，旨在破解建设、治理、运营

彼此割裂的现实困境，可为主体有效嵌

入与阶段贯通衔接，构建乡村善治实践

体系提供路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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